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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通常指代 16 世纪
末至 20 世纪初西方科技及人文思想
在东亚传播的历史进程。汉字作为东
亚文化圈的通用载体，在这一过程中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中国自身
外，日本也是通过汉字实现了对西方
概念的吸收与内化。

日译西书中的汉字。17 世纪之
前，对日本而言的外国主要指中国、
朝鲜、印度等亚洲国家。随着欧洲地
理大发现的推进，英国、葡萄牙、西
班牙等国纷纷试图打开日本的贸易通
道，日本也由此被动地“发现”了欧
洲。当时的德川幕府经过多方面的利
害衡量，特别是在荷兰人承诺永不进
行基督教布教的前提下，最终只允许
欧洲的荷兰商船进出长崎，精通荷兰
语的日本通词（译员）随之诞生。不
过，在幕府连续五次 （1633—1639）
颁布锁国令的背景下，西方书籍均被
禁止翻译。直至 1720 年，时任将军
德川吉宗缓和了禁书令，借助荷兰语
翻译介绍欧洲近代知识的“兰学”才
得以诞生，1744 年问世的《解体新
书》被誉为首部成熟的兰学著作。

兰学的出现，打破了日本既有的
“汉学/和学”二元学术格局，并从此
拉开了汉文、日文与西文相互碰撞与
融合的历史序幕。不容忽视的是，最
初的兰学家是德川幕府官方指派且规
定世代世袭的知识阶层，他们原本具
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再加上“汉文”
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术语言，故而在面
对原有知识体系中并不存在的西方概
念及术语时，兰学家们往往通过“意
译”“直译”“音译”等方式将之转换
为汉字词，如《解体新书》中出现的

“软骨”“神经”“机里尔”等。
1853 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到来

打破了日本持续二百余年的锁国制
度，向海外吸收新知的路径也从荷兰
语转向英语。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
后，日本政府推行学习西方的“文明
开化”政策，于 1871 年派出了包括
政府高官及留学生在内的超百人“岩
仓使团”，历时近两年，先后考察了
美洲及欧洲的十二个国家。此外，日
本政府还积极选派留学生到美、英、
德、法等国留学。在此背景下，政
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学等各领

域的西方书籍被大量译介到日本。而
从事相关活动的明治知识人，依然会
采取与幕末兰学家相似的翻译策略，
即用汉字词汇来对接西方概念。

“西文→汉文”翻译策略的历史
根源。日本知识人为何会用汉字翻译
西方概念？其内在原因错综复杂，但
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是汉字在日本书写体系中的
地位。众所周知，在汉字传入之前日
本并无记载文字，后经过对汉字的引
入、吸收与转换，日本出现了同时借
用汉字形式与意义的“真名”、只利
用汉字表音的“万叶假名”、仿照汉
字造字法新创的“国字”、依据楷体
汉字蜕变的“片假名”、根据草体汉
字简化的“平假名”等多类文字，由
此也诞生了“汉文体”“和文体”“和
汉混合体”等不同书写文体。至少在
明治中期之前，日本知识人主要使用
的都是“汉文体”，其具体形式又可
笼统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用古汉语
书写，但为方便日本读者阅读，会在
汉字旁添加表示语序或修饰关系的返
点及训点，在此姑且称之为“汉文训
点体”；二是“汉文训读体”，即按照
实际阅读顺序书写，同时将起训点作
用的片假名从旁注位置移到句中。以

“骨鲠在喉”为例，前者形式为“骨
鲠 レ ”，后者形式为“骨鲠喉ニ在
リテ”。因此，即便单从文体匹配的
层面考虑，用汉字词汇对译西方概念
也是日本知识人的最佳选择。

其二是汉字本身具有不断派生新
意的造词能力。恰如章太炎所言，

“汉文既有孳乳渐多之用，术语虽
阙，得并集数字以成名，无所为
病。”日本知识人亦充分利用汉字的
优势，或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借用旧词
赋予新意，如“经济”“影响”；或发
挥汉字的表意特性组合新词，如将

“哲”与“学”组合成“哲学”；或利
用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创造新的汉
字，如“癌”“研”；或直接用汉字音
译，如“俱乐部”“浪漫”。简言之，
用汉字词汇对译西方概念，不仅能有
效解决原有词汇不足的问题，还有助
于日本人对新译词意义的理解。

其三是中国的汉文西书及早期中
英词典的影响作用。这里所说的汉文

西书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明末清初
中外人士合作著译的书籍，如利玛窦
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二是
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人之著
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三是江
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等官方机构
推出的译书，如丁韪良翻译的《万国
公法》；四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
刊物，如上海墨海书馆推出的《六合
丛谈》。所谓的早期英汉词典，主要
有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卫三畏的
《英华韵府历阶》、麦都思的《英华字
典》、罗存德的《英华字典》等。上
述所列书籍、杂志及词典均很快传入
日本，其中包含的译制汉字新语也被
同时代日本知识人广泛采借，成为他
们翻译西学论著时的重要参照。

综上所述，日本知识人在翻译西
方概念时使用汉字，可以说是上千年
以来中国文字及文化持续影响日本的
历史必然，而这反过来又为中日文化
交流走向出现逆转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字环流圈”的形成及其历史
启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促
使国人重新思考如何借鉴西方科技增
强国力的问题。作为一种应急策略，
部分晚清官员及知识人士开始主张以
日本为中介翻译西方书籍。如张之洞
在 1898 年的《劝学篇》中鼓励中国
人赴日游学，强调“东文近于中文，
易通晓”，且“西书甚繁，凡西学不
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梁
启超更是明确指出，“日本与我为同
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
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
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
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
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
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
鲜而获利甚巨。”不难看出，日本对
西书的广泛译介，特别是日译西书中
存在的大量汉文，成为了促使张之洞
等人提出相关主张的重要因素。总
之，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晚清至五
四运动期间，中国迎来了翻译日文书
籍的首个高潮，大量汉字词汇也随之
被带回中国，如我们现在熟悉的“美
学”“理论”“干部”“动员”等，都
是从日本逆向输入的词汇。

汉字，在经过“中→日”“西→

中→日”“西→日→中”“中⇋日”的
复杂流动后，最终在中日两国间形成
了独特的“汉字环流圈”。在这一流
动过程中，不仅有大量新词汇诞生，
东西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也得到了增
强。在此借用沈国威教授在相关论述
中的说法，汉字不只为东亚各国提供
了古典文本和语言的记录手段，形成
了被称为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共同体，
汉字文化圈也正是依靠古老的汉字才
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受容。

重审西学东渐之历史进程中的
“汉字之功”，对当代中国仍具有较大
的启示意义。首先，在翻译方法论及
术语建设方面，我们或可借鉴近代中
日学人对汉字的多元运用方式，在尊
重“源语”逻辑的基础上，最大限度
地发挥汉字的表意优势及创新潜能，
避免对西文“直译/音译”的过分依
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处理不断涌现
的新概念、新术语，进而建立兼具开
放性与主体性的语言创新体系。近年
出现的“人工智能”“碳中和”“元宇
宙”“区块链”等词语，均可谓典型
的成功译例。其次，在推动区域知识
共同体建构方面，或可充分利用作为
东亚共同文化遗产的汉字优势，打破
学术交流壁垒，建立协同翻译机制，
由此推进中外文明互鉴的深度与广
度，同时增强全球知识生产中的东亚
话语。

在 21 世纪的今天，国人面临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与晚清的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不可同日而
语，但中国与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
进行交流互鉴的姿态从未改变，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是在
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
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
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
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
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
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因此，如
何让具有悠久历史底蕴的汉字持续赋
能未来，如何提高汉字在现代知识体
系中的适应性及普及性，就成为今日
国人需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
文学学院日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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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译西书中汉字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
□□ 李 炜

（上接1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全国各地就加快推进新型
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调研指
导，在考察柳州时强调，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
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
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
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继续下功
夫。作为西南地区百年工业重镇，柳
州必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把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坚决端
牢工业看家饭碗、保持发展定力，按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夯实高质
量发展根基。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
业是我国制造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传
统产业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宝贵家底，
不仅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
出，而且必须改造升级，让传统产业
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新征程上，我们
要持续在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上
下功夫，广泛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
术，加速推进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
加快机械、汽车、钢铁等重点产业机
器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线，促进
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
钢铁产品结构调整、工程机械电动化
与智能化发展，巩固提升林木加工、
化工、食品等传统产业优势，让“老
树发新枝”。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制
造业而存在，不仅仅是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也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
的关键环节，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生态、环境和土壤。要以强生产性服
务业带动强制造，大力发展现代物
流、现代金融、工业设计、科技研
发、检验检测、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
务业，加快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
业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向价值链中
高端延伸。

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

业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产业。

作为老工业基地要把发展新兴产业摆

在重要位置来抓，全力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使之成为破局求变、突围求进

的强劲动力。新征程上，我们要聚焦

智能终端及机器人、新能源、新材

料、医药大健康等新兴产业，持续建

链、延链、补链、强链，培育更多产

业链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

军企业，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新兴产业

集群，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数

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新型

工业化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

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新征程上，我们要抢抓人工智能发

展机遇，大力推进全域全时人工智

能场景应用，打造“人工智能+”示

范项目，构建覆盖群众服务、企业

服务、城市运行、重点行业赋能的

全场景建设体系，为千行百业注入

新活力。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制

造”行动，既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

业，又围绕地方主导产业深化垂直

领域大模型场景应用，以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

加快提升产业竞争力，着力打造广西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

地，其中应用场景展示中心和产业集

群示范基地是建设的重中之重。

以绿色低碳塑造产业竞争新优

势。绿色低碳是新型工业化的生态

底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生态产

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

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

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新征程上，我

们要坚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新型

工业化全过程、各方面，积极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家低

碳试点城市、“无废城市”，加快绿

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

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

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加快构

建以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

区、绿色供应链为主体的绿色制造

体系，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

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

全面把握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大力营造推
进新型工业化的良好
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新型工

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好各方面

政策和要素保障，开拓创新、担当作

为，汇聚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力

量。我们要更加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

对新型工业化的新要求，坚持系统观

念，强化要素保障，凝聚起加快推进

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

制造强市的强大合力。

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创新是推进

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我们要准

确把握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

强、人才引领驱动之间的关系，高水

平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发展，加快建设重大科研平台，推动

政产学研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高效

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以科技创新引

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深化开放合作。开放发展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

前，中国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

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

设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我们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积

极服务和融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

通道，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积极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先进制造业

“引进来”。建强用好各类开放合作平

台，推动汽车、机械等优势产品“走

出去”，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制造

业发展空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发展靠产

业，产业靠项目，项目靠招商，招商

靠环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化

营商环境，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我们要着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深

入开展壮大实体经济调研服务，帮助

企业降本增效。坚持全链条谋划、全

周期跟踪、全要素保障、全过程服

务，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深入开展产

业链招商、驻外招商、以商招商、资

本招商、场景招商，构建起涵盖从项

目谋划、洽谈、签约，到项目开工、

建设、投产、达产的全闭环工作机

制，全力“招大引强、培新育优”，

不断增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后劲。

大力弘扬工业文化。继承保护、

弘扬传承优秀工业文化，是推进新

型工业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

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

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

态。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挖掘好、

利用好柳州百年工业积淀的文化资

源，推动大国工匠、国家卓越工程师

竞相涌现，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尊重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造的浓厚氛围，广泛凝聚起强工业、

兴产业、促发展的思想共识，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群众坚守工业本色、挺

起工业脊梁、重振工业雄风、再创

工业辉煌。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

席、柳州市委书记）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出
自唐代王维《献始兴公》，是诗人对贤
相张九龄的赞美。此诗意为，权力不
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私有物品，行使权
力的一举一动都应为百姓的福祉谋
划。诗句深刻揭示了治国理政的核心
在于公权不可私用，其存在和施行的
目的是为苍生百姓谋福利。

为政者能否严守公私界限，绝非
个人品行小事，而是关乎政权稳固的
根基。公私界限清晰，则民心汇聚、
政通人和；若公私混淆、公器私用，
便会侵蚀执政根基，动摇民众信任，
终致人心离散、乱象丛生。

其一，公私分明是树立威信、赢
得民心的根本。东汉许慎 《说文解
字》 释“公”曰：“公，平分也。从
八，从厶。八犹背也”。“八”是“背
离”，“厶”是“私”。指出“无私即
公”的内核。《明史》 记载，于谦任
豫、晋巡抚时，“每议事京师，空橐以
入”，不仅不带礼物，还以“清风两袖
朝天去”的诗句明志，正是于谦的坚
守让民心顺服。先秦典籍 《六韬》
曰：“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
者，天下闭之。”若公器为私所用成为
常态，必然侵蚀百姓对权力的信任，
导致民心背离，最终动摇国本。

其二，公私分明是破除朋党、防
范内患的保障。《尚书·洪范》垂戒：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
道平平。”春秋时期，名相管仲临终
前，齐桓公询问继任人选，管仲否定
了与自己私交深厚的鲍叔牙，认为其
性格严苛难以容人，转而举荐隰朋。
管仲任人唯贤，不徇私情，辅佐齐桓
公成就霸业，被尊为“春秋第一相”。
相反，据 《后汉书》 记载，东汉后
期，梁太后之兄梁冀“一门前后七封
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几
乎垄断中枢要职。外戚专权使王朝统
治爆发深层危机，终致黄巾起义，诸
侯纷争，社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
鸡鸣”，四百年汉祚遂以分裂告终。公
论不彰、私欲膨胀，终会导致祸起萧
墙，威胁政权根基。

其三，公私分明是政令畅达、治
理高效的关键。历史上著名的“文景
之治”，是依靠“公器公用”原则缔造
盛世的典型范例。《汉书》记载，汉文
帝刘恒欲建露台，召集匠人计费，听
闻需花费“百金”，便说：“百金，中
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
羞之，何以台为？”汉文帝、景帝清正
克己、休养生息，终使国库充盈、百
姓安居，开创了“京师之钱累巨万，
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充溢露积于外”的社会繁荣局面。严
持公私界限，使公器尽归本位，资源
悉为民谋，方能使上下同心同向，号
令畅行如砥，激发出惊人的治理效
率，臻于“政通人和”之境。

《商君书》 曾言：“蠹众而木折，
隙大而墙坏。”蛀虫多了，木头会折
断，裂缝大了，墙壁会倒塌，而公器
私用这类为政之“蠹”若泛滥，便会
像蛀虫与裂缝般侵蚀国家根基。纵观
历史，公器私用的行径往往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曰权钱交易，化公器为私
库。南朝刘宋时期，邓琬父子“并卖
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
奕，日夜不休”，造成“群小横恣，竞
为威福，士庶忿怨，内外离心”的不
正之风。《管子》有云：“货上流，则
官徒毁。”将国家赋予的权力作为计价
筹码，是公权最严重的异化表现。公
权牟利一分，则人心溃散一寸，终如
决堤之水，尽毁社稷基业。二曰优亲
厚友，使公门若家宅。古之民谚“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恰是这种家族化
公权的生动注脚。唐玄宗天宝年间，
杨国忠凭椒房之宠执掌权柄。《旧唐
书》载其“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
四十余使”。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
讽刺当时乱象，“姊妹弟兄皆列土，可
怜光彩生门户”。裙带泛滥之日，大厦
将倾之时。三曰挥霍无度，视公帑如
泥沙。历史上，有志之士常对此种享
乐奢靡之风作出辛辣批判。杜甫曾描
绘过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官宦阶层的
腐败景象，“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
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
商隐更是犀利道破，“历览前贤国与
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慷国家之慨，
耗民脂民膏，穷奢极欲，最为不仁。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乏肃清
公器私用之弊的宝贵政治经验。

治吏必先立法，如商鞅变法提出
“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
人”，犯法则刑，“有功于前，有败于
后，不为损刑”。韩非疾呼，“刑过不
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唐高宗年间
修订《永徽律疏》，其中“六赃”罪名
直指六种非法获得公私财物的犯罪，
明辨公私，严惩不贷。宋代杨万里
说：“法存则国安，法亡则国危。”约
束公权的核心智慧，正是不断完善立
法与强化执法，以法的刚性力量筑牢

公权运行的边界，让公器始终服务于
公共利益。

监督实则权畏，监督虚则权狂。
《战国策》记有齐威王悬赏纳谏一事，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
赏”，使齐国不战而胜，所谓“战胜于
朝廷”。北宋包拯担任谏官期间，公然
弹劾“国丈”张尧佐，请宋仁宗“断
以大义”，成为历史佳话。古之明君如
李世民，深知“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的智慧；古之诤臣如魏征，颇具

“犯颜直谏”的风骨。于是有“贞观之
治”，公器固而民心安。约束公权的另
一重要智慧，在于强化监督，构筑防
范公权滥用的防线。

在源远流长的德治文化中，始终
将“廉”字奉为公权伦理之圭臬。名
臣杨震赴任东莱太守，故人王密夜间
到访，赠金十斤，并言“暮夜无知
者”。杨震正色拒绝：“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礼记》
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
其独也。”先贤“慎独”之品格，垂范
天地。约束公权的深层智慧，在于以

“为政以德”涵养道德自觉，让“廉”
与“慎独”的品格融入公权运行，方
能永葆“天下为公”的本色，让公权
始终造福于民。

公器究竟应当如何“动为苍生
谋”？首先，用公器健全民生制度，保
障百姓需求。古代善治之人，能将公
权力作为普惠性民生建设的依据。苏
轼调任杭州期间，杭州大旱，随即爆
发严重瘟疫，苏轼以私人俸禄加上社
会捐资，很快建立起中国最早的公立
医院“安乐坊”，使瘟疫得以有效控
制。明太祖朱元璋推广养济院，收容
无人赡养的老人；设置惠民药局，避
免贫民无法就医。公权为百姓着想，
才能巩固民生根基。其次，用公器启
动应急机制，守护百姓安全。古人在
构建公共应急机制上展现出卓越的智
慧。北宋时期，黄河决口，百姓流
离。时任青州知州的富弼有序调度，
开仓放粮，规劝富户帮助灾民，开放
山泽森林，鼓励种植自救，终于救活
流民无数。公权聚焦“急难愁盼”，才
能真正办好实事。最后，用公器畅通
民意渠道，解决百姓困难。畅通言
路，方可确保下情上传。武则天执政
时期，于宫门设四色铜匦，其中白匦
置于西面，专接民间申冤陈屈的状
纸。宋太宗年间，设置登闻鼓院，目
的是“万邦之事无隔于九重”。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强
调的是公权不可私售，行事当为百姓
谋划，是对公权本质与为政宗旨的精
准诠释，彰显了中国士大夫以民为
本、坚守公义的价值追求。当每一分
权力都保持对“尔俸尔禄，民膏民
脂”的敬畏，才能真正实现“以公灭
私，民其允怀”。当每一项决策都遵循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准
则，才能真正做到“民为邦本，本固
邦宁”。当法度、道德与监督共同作
用，在实践中共铸公器不私、公权不
堕的政治形态，权力才能够真正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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